《易经》与“李约瑟难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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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观点，本文围绕“李约瑟难题”的症结、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予以有力的反驳。本文认为，《易经》文化影响是催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没有萌生近代科学是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不能过分指责《易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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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3日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明确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10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11月20日）等重要场合中，杨先生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杨先生在讲演中没有挑明，但可以知道他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其实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命题”。也许正是他把《易经》影响与该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致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关于“李约瑟难题”，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可参见《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详见http://www.oursci.org/ency/phil/066.htm；《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料》，详见http://www.ihns.ac.cn/readers/fdn.htm ；刘 兵《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 》，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此不赘述。本文主要从《易经》文化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近九十年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全面表述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1]

然而，国内外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大多偏离了“命题”的原义。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拜纳姆在《科学史词典》中的转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文化？”许多论者在探讨解答“李约瑟命题”时均以这类转述为依据，对李约瑟命题的各种求解也常以此为前提，且惯于把科学和技术两个词合起来使用，导致对这个问题的误读。[2]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显得落后？”或“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或“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类似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等等。

这个难题牵涉到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李约瑟之所以会有近代（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的疑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看成同一个‘科学’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任何时候也不会孕育和诞生出西方科学，这就如同在西方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会诞生出中国的科学一样，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抛弃我们的传统科学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呢？这当然是由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2]从前提上看，如果把“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都看作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或“不同层次的科学”，那么这个难题是真命题。相反，如果仅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范式，中国的“古代科学”就不是所谓的“科学”，那么“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对此，美国的席文和中国的席泽宗、江晓原、吾淳等科技史学家都有过分析和批评。若以真命题而论，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可能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有先进者就会有落后者，不可同日而语。从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犹如找到捷径一般；而中国的科学理论依然固步自封，举步维艰，犹如背受沉重包袱一般。于是，西方科学领先而富强，中国科学落后而衰落。究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注定无法突破瓶颈，还是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失去深究宇宙世界和发明创造新物的动力和机会？不妨从两方面来思考。

一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仍沿着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理想前进（即使速度很慢），能够逐渐建构出一套与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相同或完全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吗？或者说，能够发明出电、电脑、电子、飞机、核武器等东西吗？或是发明出一系列有助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理论和工具吗？另一方面，假设中国“古代科学”仍然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不存在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冲击，能否有突破瓶颈的可能？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是不容回答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支持此两种假设事实的存在。与假设相反的事实，必然要发生，也的确已经发生。不断消失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结果表明，科学的发达与落后并不取决于人类的某些单方面行为，而是取决于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通俗地说，中国“古代科学”发达，不是因为中国古人比同时代的外国人聪明，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具有更适合“科学”发展的特殊环境。同理，西方“近代科学”发达，也是因为具备更好的特殊环境。不断变异的人类本身，对自身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当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得以满足古代中国人的环境需求时，试图改变旧环境而去探求新环境的人——所谓的“科学家”，自然数量减少，甚至是丧失探研的激情。而相对落后的古代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明之后开始看到差距，于是无法满足旧环境而试图改变，于是在人类原有科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开辟出新的天地，取得新的收获。可以想见，当所谓的“科学”为人类自身打造出共同满足得无忧无虑的环境时，人类的“科学技术”肯定会处于停滞不前或缓慢发展的阶段。如果这种设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李约瑟难题”的解决就不应该仅仅从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文化、思维、制度、教育等枝节上去寻找原因，而应该从人类本身的各种特质和环境中去发现事实的真相。其实，真相永远是公开地隐藏，而且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因为人类本身的变异总是那么的复杂、细微和出人意料，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据此而论，“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只能不断增加一些由材料、方法和观点组成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取得真正解决难题的真实结论，尽管有些探讨对某些工作而言仍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但片面和虚妄的结论迟早都会被人抛弃。

二、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萌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理查德·S·韦斯特福尔（Richards·Westfall，1924—1996）在《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一书中指出：“近代科学建立在经验事实的牢靠基础之上；当人们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空洞说辩转向对自然的直接观察，近代科学就诞生了。”[3—P20]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言，这是一个与“李约瑟难题”几乎等同的问题，是一个难以道破天机的谜题。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早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1920年，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1924年，他在《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他还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此后，著名学者冯友兰、竺可桢、张东荪、陈立、朱伯康等也讨论过该问题。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比较简单片面地归结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社会经济制度等。[4]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对“科学”、“文化”的深层次思考，“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曾先后多次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频繁出现。尽管各家看法不一，但有不少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中国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和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5]。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所有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没有人提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与《易经》有着重要联系”。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确是历史事实，也的确是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全面侵略的重要原因。但是，近代科学不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何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交织，但是否确“与《易经》有重要联系”呢？对这个问题，杨振宁先生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因篇幅限制，引文只节选主要观点。不难发现，杨先生推论的思路是：因为，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而中国由于《易经》精神的影响，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具有“天人合一”观念；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事实上并不能把中国传统里无推演法和有“天人合一”观念的原因归结于《易经》。理由很简单：第一，杨先生既已认识到“归纳与推演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只须把近代科学不在中国萌生的原因归结于“无推演法”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它因素。第二，既然认为“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就是说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无推演法，那么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就应该与《易经》无关。换言之，如果杨先生能够推证中国在《易经》产生之前有推演法，那么再把先秦以来中国无推演法的原因推给《易经》，才是有些合理的。第三，即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与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相关，也不能只怪罪《易经》。史前时期，这种观念就已经存在，这是有考古依据的——“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20米的黑色岩石上，长22米，宽15米。岩画上刻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原始人类具有天人相应萌芽观念的一个标志……总之，原始人在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当中已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一种天人相应或人与自然相应思想的萌芽”[6—P80-82]。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观念基本上被诸子百家们所承受，这是有文献依据的——除了《诗》、《书》、《礼》、《易》、《春秋》等早期经典外，《易传》、《春秋三传》、《老子》、《庄子》、《管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先秦典籍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人合一”的观念乃是华夏祖先与生俱来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并非源自《易经》所开创的思想体系。而“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乃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社会的主导观念，也不是《易经》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而导致的，主要还是由《春秋》这部经典的“微言大义”所致的。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以儒家宗天重民思想为核心，引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熔铸成一个完整的“天人感应”式的宗法神学系统，才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得以广泛的流行。从这个过程来看，《易经》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思想源头，也不是占主导地位和最有特色的。依此而论，倘若“天人合一”观念果真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易经》本身，只能怪罪我们的老祖宗偏偏都嗜好“天人合一”而始终不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易经》与推演法、“天人合一”观念的有无没有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证杨振宁先生所持观点“《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成立的。

三、《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一章，就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始作八卦”之后，便开始观象制器——“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去世后，神农氏、黄帝、尧、舜氏等人又继续根据《易经》卦象发明制作许多器具。可以说，在《易经》文本完整成型之前，《易》卦的思维方式就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易经》文本出现之后，其影响与日俱增，在周秦时期就是主要的经典之一，在西汉时期就被确立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一直到现在其影响力没有减退。在《易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算术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根据史实来看，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影响”与近代科学的萌生有何关系呢？杨先生认为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在我看来《易经》文化的影响恰恰是催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对此，不妨作一系列的思考。

其一，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产生并发展于西欧。换句话说，近代科学在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东欧、北欧、非洲等地区都没有产生。这些地区除了东亚的局部地区外，都没有受到《易经》的特别影响，为什么就没有萌生近代科学呢？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章中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1]可见，近代科学的产生与是否受《易经》影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二，众所周知，《易经》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中国，秦汉以来一直作为儒道各家信奉的重要经典而影响广泛。即使如此，但是明清以前的科学技术却特别发达——“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和发现不胜枚举”[7—P274]。难怪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会问：“为什么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2]如果不因近代新兴科学的出现，而彻底否定以往的发明创造属于科学的话，那么可见《易经》广泛传播并不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三，《易经》在上一个世纪中，已开始受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重视。如果《易经》思想果真与近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话，凡是受《易经》影响的国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停滞科学发展的脚步，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可以当代的中国和美国为例：美国人对待《易经》，已如同中国人那么重视，但他们所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仍然是世界第一；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易经》研究蓬勃开展，甚至是与《易经》相关的各种沉渣学术也一并泛起，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种种事实进一步表明，《易经》并不阻碍科学的发展。

其四，如果说古代的经典会阻碍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法超越这个局限呢？我们知道，欧洲的科学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而且主要原因明显是古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的阻碍，如托勒密学说、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对哥白尼学说的阻碍，欧几里德几何对发展微积分的阻碍，等等。但是，这种阻碍终究是阻挡不住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假设《易经》真的有阻碍近代科学发生的作用，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象欧洲人那样迅速冲破阻碍呢？进一步追问，近代欧洲人为什么会那么急切和坚决地冲破经典的阻碍呢？在这两个问题上，如果要把《易经》影响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硬扯在一起也是可以的，但应该说《易经》是萌生西方近代科学和不萌生中国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在古代，《易经》文化造福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在拥有一系列发明创造之后，获得了自己自足乃至自满自大而不求进取的生活，到了近代之前的明清王朝俨然成为傲立世界的强国；而近代的欧洲人，如马可波罗游览中国之后，发现了欧洲与中国的巨大差距，因此唤醒了许多人敢于质疑和否定他们传统的学说，积极开拓新的发展思路。更通俗地说，因为《易经》的影响，中国近代人满足得几乎丧失发展科学的需要，而西方却因此找到了超越现实和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一点让我想起李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我赞同席先生——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关系问题》一文所说：“话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和席泽宗先生一起大声地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

其五，《易经》文化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客观上也为欧洲发生近代科学革命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先进技术和重要发明作基础，西欧近代科学进程必将难以前进。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说：“中国自古希腊以来就与欧洲国家不断接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技术比欧洲先进得多，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项伟大发明对欧洲近代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8—P720]。试想，如果欧洲没有引进中国的印刷术，能使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吗？没有中国的指南针，能征服海洋和寻找新大陆吗？没有中国的火药，能去征服新的殖民地和发展资本主义吗？不言而喻，正是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不断传入欧洲之后，才催生了近代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促使中国古代不断发明创造的《易经》文化影响，也间接地催促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萌生。

    平情而论，《易经》与“李约瑟难题”并没有根本的联系，不值得作过多的思考和探讨。本文以此为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实在是情非得已。但对反驳杨振宁的观点，应该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总之，探讨“李约瑟难题”时，对《易经》文化还是不要无端地过分指责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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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umble  Opinion  on  Yi  Jing  and  the  “Needham  Question”
——and  discuss  with  Mr  YANG  Zhen-ning

XIE  Jin-lia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Mr  YANG  Zhen-ning  considers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Chinese culture  was  affected  by  Yi  Jing,  and  tha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of  why  the  modern  science  hasn’t  been  sprouted  in  China.  This  paper  opposes  his  position  by  study  the  question  such  as  the  core  of  the  “Needham  Question”,  the  reason  of  the  modern  science’s  sprout  and  the  effect  on  the  modern  science  by  Yi  Jing.  This  author  hol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Yi  Jing  is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modern  science’s  sprout  and  there  are  all  kinds  of  factors  that  cause  the  modern  science  hasn’t  been  sprouted  in  China,  then  we  should  not  criticize  Yi  Jing  sev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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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简介]  谢金良（1971—  ），男，哲学博士，福建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 按：杨先生演讲的文稿内容，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根据他演讲的录音整理稿（详见http:/www.kyoo8.com/2004/20040928001.htm），一是杨先生讲演前的底稿并在讲演后（9月23日）略加修订的定稿（详见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40462/40463/3049020.html）。录音稿与修订稿文字上有些地方表述不同，但主要观点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录音稿对事例的分析比较具体，也比较口语化，可是却有个别地方表达不清。本文所引用的观点，主要根据修订稿，后文不再另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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